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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区域利用外资的结构、问题与对策 

——以湖南省为例 

卿定文 洪娇
1
 

(长沙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摘 要】：2009-2018 年湖南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来源结构、地区分布结构、方式结构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同时也存在亟待改进的问题: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小,来源结构中过于倚重港台资金,地区分布集中于京广铁路

线,独资企业占比太重等。为此,坚持不懈地推进统筹兼顾的引资战略,提升引资引技过程中自主创新的程度,注重疫

情防控中引资环境的营造,以促进湖南外资工作持续快速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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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外资,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也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加速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有效手段之一[1]。2009年以来的十多年,

在全球产业转移和我国推进中部崛起的重大战略背景下,中部各省纷纷抓住机遇,实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策略,积极拓宽引资

渠道,扩大利用外资规模,引进战略投资者,努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外商投资呈现出速度加快、地域拓宽、结构优化的

良好态势,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以湖南为案例,利用统计数据,对 2009-2018 年近十年湖南利用外资的结构与存在的

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期待对湖南开放发展有所助益。 

一、湖南省利用外资的四大结构分析 

利用外资的四大结构是产业结构、来源结构、地区分布结构和方式结构。2009-2018 年湖南省利用外资的结构状况为: 

(一)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 

2009-2018 年随着外资的不断流入,湖南省的三大产业利用外资结构发生了变化。据统计,第三产业越来越受到外商投资者的

重视,占外商投资的最大份额;其次是第二产业,而第一产业与之相比显得量小力微,“重工重商轻农”局面依旧。这种产业布局

是受国际经济环境、生产比较优势和政策导向综合作用的结果。目前湖南省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特点如下: 

首先,第三产业是外商投资的首要产业。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二产业都是吸引众多外商关注的主要产业,特别是在工业

领域,而对第一产业的投资率非常低,对第三产业的投资率也相对较低。但近十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省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

额为 18173649 万美元,其中第三产业累计利用外资金额为 13541436 万美元,占比为 74.51%;第二产业累计利用外资金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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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3179 万美元,占比为 19.22%;第一产业累计利用外资 430336 万美元,仅占 2.37%(见图 1)。可见,第三产业已经赶超了第二产

业,比第二产业高出了55.29%,一改以往该省服务业发展基础薄弱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的面貌,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呈现出加速上升趋势,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以扩大和深化服务业开放为重点的新时期,服务业

成为了利用外资的主导领域[2]。湖南目前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 

其次,外商对湖南的行业结构的投资发生了重大变化。近十年湖南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都有外商投资。第二产业内制造业外

商投资所占的比重最大,近十年来平均达到 30.98%以上,投资额 2009 年高达 103,288 万美元,最低时的 2015 年也有 72,788 万美

元,2016 年时有所改观,2017 年的外商投资史上占比最低,仅有 1.28%,与 2009 年制造业占比 36.94%相比下降了近 35 个百分点,

之后在 2018 年有所增长,但所占比重仍只有 5.7%。制造业中外商投资的减少,与各级政府主动去库存和企业利润的下降限制了其

投资愿望有关,尽管技术改造投资有所增加,但体量有限,难以挽回逐渐低迷的颓势。要想制造业投资增速回升将面临两个难题:

一是终端需求羸弱,企业盈利可能回落并制约投资。二是技改和高精尖制造业投资占比的增长需要时间与空间,快速提升难度较

大。与此同时,我国拥有高技术人才丰裕、产业配套体系完备、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等综合竞争优势,近年来外商投资战略性新兴

产业正在快速增长。所属第三产业的房地产业呈波澜不惊、稳步上升的趋势,从 2009 年的 409077 万美元到 2016 年 85698 万美

元,其间的投资状态如同股市忽高忽低,跌宕起伏,但在 2017 年暴增到 10082760 万美元,比 2010 年房地产 4.25%的占比上升了近

90个百分点,2017年外商在房地产业的投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与房地产丰厚的红利以及成熟的行业系统息息相关。其后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3],这一意见提出后,房地产市场总体上保

持稳定运行,住房市场也越来越理性。而同属于第三产业的基础设施部门,如交通运输、文化教育等部门,利用外资所占比重少之

又少。同时第一产业中的农、林、牧、渔业在外商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较低,这与该省农业大省的形象不符,但是发展势头良好,2018

年出现大幅拉升。从该省目前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农业、采掘业等基础设施还不发达,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交通运输等服

务业发展空间大,制造业中高新技术比重不高,这些行业都迫切需要引入资金和高新技术加以改造发展。 

 

图 1 2009-2018 年湖南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 

资料来源:2009-2018年湖南统计年鉴。 

(二)利用外资的来源结构 

全球外商对湖南省的投资,就投资额和投资来源地来看,无论是外商投资协议金额还是实际金额,其中对湖南省直接投资最

多的是亚洲地区,紧随其后的是北美地区和欧洲地区,另外亚洲地区的直接投资主要以中国港台为主。 

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是湖南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地。截至 2018 年末,中国香港累计对湖南投资实际金额达 628494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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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占湖南累计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比重为 65.61%,名列第一;中国台湾地区 577938 万美元,比重为 9.2%,名列第二;维尔京群

岛388895万美元,比重为4.1%,名列第三;日本296863万美元,比重为3.1%,名列第四;美国248733万美元,比重为2.61%,名列第

五。德国和新加坡在湖南的投资近年来增长较快,德国 243811 万美元,比重为 2.55%,名列第六;新加坡 174366 万美元,比重为

1.82%,名列第七;英国 76397 万美元,比重为 0.81%,名列第八;韩国 69070万美元,比重为0.72%,名列第九;卢森堡 60719 万美元,

比重为 0.63%,名列第十(见图 2)。 

 

图 2 2009-2018 年对湖南直接投资居前十位的国家或地区 

资料来源:2009-2018湖南统计年鉴。 

过去十年中外商对湖南投资金额最多、增长幅度较快的地区当属中国香港。从 2009 年的 316,689 万美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1,160,109 万美元,翻了近 4倍。中国台湾和维尔京群岛在湖南的投资呈稳中有增的趋势,除了2014年中国台湾有所减少外,之后

都呈现出稳定的投资态势。意大利、加拿大、泰国、卢森堡等在湘投资总量都很少,意大利在2012年后投资急剧下降,2015年的

投资仅为 34万美元,波动起伏大,呈现出极不稳定的态势。这些国家（地区）在湖南的投资之所以不断变化,时有时无,显然这些

国家（地区）并没有完全摆脱近些年来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也是对外投资量最大的国家,近十年在

湖南的投资情况总体较好,除 2009、2010 年美国在湘投资总量较小外,之后呈现出逐渐增长的态势,从投资金额看,十年间的总投

资额为 248,733 万美元,所占投资比重为 2.61%。虽然所占比例并不大,但美国投资所涉及的行业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恰好

可以弥补港台地区和亚洲国家投资行业的不足。因此,有必要优化利用外资的来源结构,提升湖南利用外资的层次和规模。 

(三)利用外资的地区分布结构 

外商在对湖南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呈现出分散趋势。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投资重点向东部地区倾斜,并且配以相应的优惠政策,

东部原有的经济基础较好,能够抓住机遇吸引大量外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湖南利用外资的过程与全国类似,外资的地区分布也

不均匀,东部地区利用外资的金额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数量都远超湖南中部和西部,呈现出“东重西轻”的地区格局。从表 1 可

以看出,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一点一线”区域,“一点”指长株潭城市群,“一线”指沿京广铁路和京珠高速公路,北起岳阳,

经长沙、株洲、湘潭、衡阳,南至郴州 6市所形成的一条经济走廊
[4]
。外商对湖南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中,吸收外资金额最多的始

终是长沙市,总量呈逐年上升之势[5]。作为省会城市,长沙不仅是中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湖南省经济、政治和金融的中心。

株洲和湘潭与长沙相邻且有良好的工业设施基础,而岳阳、衡阳和郴州等地市交通便利,也备受外商关注,这些都是吸引外资的有

利条件。2018 年“一点一线”区域利用外资共 1,238,444 万美元,占湖南省总额的 76.49%。其中岳阳市坐落于湖南省东北部,因

“湖南北大门”之称而盛名,是湖南省唯一临江口岸城市,凭其地理优势 1990 年时曾位居全省吸收外资的第一位,2008 年降至全

省第七位,时至 2017 年仍居全省第七位。另外,常德和永州两市由于地理位置和资源等因素影响,实际利用外资较少,但总体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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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稳定增长,在 2017年和 2018年的实际利用外资均已超过十亿美元。 

表 1近十年湖南外商实际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 单位:万美元 

地区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长沙市 203260 223757 260116 297666 340043 396910 440580 481385 525044 577997 

株洲市 36163 40221 49140 58227 69314 82402 94175 105130 120632 135412 

湘潭市 35027 40304 48397 58561 69693 82823 92000 105503 121220 136051 

衡阳市 36166 40641 49698 60381 76215 89960 103013 114560 128314 142547 

邵阳市 7024 7855 9110 11414 13737 16814 19200 22547 26619 30235 

岳阳市 12632 15674 18672 22690 27503 32918 36307 41539 48118 55872 

常德市 23037 25066 29830 41038 50785 60649 74116 88889 107180 125001 

张家界市 3026 3636 4256 5313 6701 8100 9250 10179 11800 13063 

益阳市 9189 10085 12260 14315 16979 20826 22132 23947 27478 31192 

郴州市 46493 52897 62784 75042 101808 117706 135413 151976 171352 190565 

永州市 33515 39345 46024 54220 62513 75060 83160 95300 108190 121247 

怀化市 5072 6276 7112 8179 9415 10906 11394 4235 5042 5640 

娄底市 9009 12082 16798 19800 23761 29186 34501 39800 46200 53900 

湘西自治州 174 602 834 1188 2015 2325 1200 219 300 412 

总计 459787 518441 615031 728034 870482 1026585 1156441 1285209 1447489 1619134 

 

资料来源:2009-2018湖南统计年鉴。 

(四)利用外资的方式结构 

国际资本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是湖南利用外资的两个主要方式。直接投资是当前首要投资方式,普遍体现在中外合作企

业、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当中。国际间接投资主要是对外借款。 

近十年来,湖南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式中中外合作企业、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仍然是主要方式,其中独资企业所占比例

最大,占了绝对份额。从 2009-2018 年该比例超过 60%,最高达 81%,虽然这一比例在近两年中有所下降,但均已超过 60%。其次是

中外合资企业,2009-2018年投资金额从64699万美元增长到409846万美元,增幅达到533%,占比都在14%以上,其中2014年突破

了 26%,总体呈波澜不惊的发展态势。中外合作企业的比重在过去的十年中并没有太大的波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在总量的 2%

左右变化,在 2017 年高达 7%。外商投资股份制近十年来波动较大,2010 年总量只有 986 万美元,仅占 0.19%,在 2017 年金额达到

103513万美元,相比2009年增幅达989%,所占比重也达到了年度总比重的11%,这种发展趋势,与近年大力推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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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表 2湖南外商实际直接投资的方式结构 单位:万美元 

方式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中外合资企业 64699 87552 90512 113608 200285 274186 226524 231175 281739 409846 

中外合作企业 16126 11808 12973 13288 23613 35386 69742 85921 102685 82760 

外商独资企业 369462 418095 483976 590128 633498 646476 730988 868017 959553 1047648 

外商投资股份制 9500 986 27570 11010 13086 70537 129187 100096 103512 78880 

总计 458787 518441 615031 728034 870482 1026585 1156441 1285209 1447489 1619134 

 

资料来源:2009-2018湖南统计年鉴。 

二、湖南省利用外资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如前所述,2009-2018年,湖南一方面利用外资的结构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与发展;但另一方面,产业结构、来源结构、地区结构

与方式结构四大结构中也各有其问题。 

第一,近十年产业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产业结构不太合理。从近十年外商的产业分布来看,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特别是房地产业,而投资第一产业比重依

然很低,直接投资于第三产业的比重始终占据最大部分,而且呈不断提高趋势。第二产业的比重虽然高于第一产业,但始终不到

20%的水平,不及第三产业的一半,而且还有下降的趋势。二是产业内部发展不均衡。通过对三大产业内部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

首先,在利用外资比重非常低的第一产业中,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利用外资的总体比重不高,近十年间外商投资呈曲折发展

的趋势,只有在 2015 年比重达到了 11%,随后两年开始下降,在 2011-2016 年间,外商投资从 17,540 万美元增加到了 45,672 万美

元,增幅达到 160%,但总量还不高,2017 年又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外商投资仅有 16,204 万美元,比重只占 0.15%。说明湖南农业利

用外资依然乏力,还有很大努力空间[6]。其次,2009-2018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制造业在第二产业中的投资过高,2010 年制造业占第

二产业内部 4 个门类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达 90.87%,2012 年达 85.54%,2018 年达 87.59%,平均占比都在 85%以上,但从最近

两年来看,2017 年制造业仅占比重为 44.47%。同属第二产业建筑业的投资却有所增长,占比 44.6%,比上一年增长了近 39 个百分

点,而在 2018 年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投资都大幅度减少,尤其是建筑业,只有 871 万美元,与前一年相比少投资了近 156 倍。最后,

在第三产业内部的 15个门类中,大量的外商投资流入房地产业,其次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交通运输、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

件业等利润较高的行业。2017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房地产吸收外资从 2016 年的 85698 万美元骤增近 118 倍,达到 10082760 万美

元,占当年湖南第三产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 97.7%。2017 年外商在其他门类的投资额总共 91379 万美元,仅占第三产业投资总

额的 0.88%。三是外商对产业投资形成的不合理结构及其内部的不平衡发展,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可能会加重产业结构的失

衡,尤其是外资在第一产业投资没有得到引导;可能会影响产业结构的效益。 

第二,近十年来源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 

湖南的外资来源地具有与我国外资来源相同的特征,尽管外资来源地广泛,但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来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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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外资占有较大的比重,而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外资规模相对有限。邓小平曾提出:“我们欢迎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参与

这个具有前景的事业……我们欢迎海外的华侨、华人都回来走走。一是了解我们的国家,二是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参与,可以尽

力。我相信在国外的华侨、华人是会热心支持我国的建设事业的。”
[7]
 

华侨、华人的投资对湖南的建设与发展有很大助益。据统计,来源于港澳台地区的华资对湖南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所有外

资中占比最大,湖南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离不开海外华资的贡献。发展中国家（地区）与发达国家（地区）的外资质量也存在

一定差异,发达国家（地区）在湖南的投资对湖南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欧盟、日韩是湖南重要外资来源地,近年欧盟和日韩在

湘投资呈现持续增长的良好态势[8]。2009-2018 年间,新加坡和韩国对湖南经济的投入超过了美国和英国,来自日本、韩国和新加

坡的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了湖南经济增长,虽然这些国家在湖南的投资具有一定的外向性。来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外商投资也为

湖南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但这种来源结构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外资来源地相对集中可能会引发金融风险。国际金融市场瞬

息万变,外债过于单一的这种货币结构必然会加大外汇交易风险。二是外资来源地形成的各种问题不在来源地本身,而在不同外

资来源地的投资特点上。欧美日等发达地区技术含量高,其外资的进入对于湖南省的技术进步有正向的溢出效应,但是效应不明

显,而港澳台地区外资的进入对于湖南省的技术进步有抑制作用[9]。外商直接投资普遍来源于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看似其

存在合理性,但由于投资区域过于集中,主要为技术水平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等,这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 

第三,近十年地区分布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利用外资的空间分布状况没改变。外商多年来在湖南的投资呈现出的“东高西低”区域倾斜格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增速和波动幅度在不同地区存在较大差异,与长株潭相距越远波动越大。二是外商投

资区域分布的失衡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拉大了区域经济间的差距。外资在不同地区的分布所呈现的“东高西低”的失衡

特征,直接影响着各区域固定资产投资差距、对外贸易差异和技术溢出效应差异,这些差距差异或将成为影响各区域经济发展差

异的主要原因。外资吸引政策区域间分布不合理将造成区域间结构化市场不完善,这将加剧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10]。但是这种

不平衡的出现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发展的结果,自然地理因素、人文环境、经济环境、政策环境等等都发挥着作用。对比 2009-2018

年湖南外资的数据和湖南各地经济发展数量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在湖南各地区发挥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别。对湖南省东部的岳阳、

长沙、株洲、衡阳的经济增长作用显著,对湖南省中部的益阳、娄底、邵阳边际作用较大但不明显,对处于大湘西的张家界市、

湘西自治州、怀化市经济增长作用甚微;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而西部地区的经济

增长并不会显著增加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所以要解决利用外资区域分布的不均衡,必须突破利用外资的区位“瓶颈”,应大力

鼓励和吸引外资到西部地区多投资,尤其是具有先进生产技术的投资项目,提升这些地区的企业生产率。三是各区域内部所辖的

县和县级市的利用外资分布也不是均衡发展的,存在较大差异,要通过政策创新缩小内部区域之间的引资差距。 

第四,近十年方式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外资独资企业占比过重状态始终存在。从总体来看,外商独资企业在湖南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式中所占比例最大,呈现

出明显的“独资化趋势”。从 2009-2018 年间,外商独资一直呈逐年增长的态势,从 369462 万美元增长到了 1047648 万美元,占

比一直在60%以上,2018年超过80%,表明10年来外商独资企业是外商直接投资湖南的主要方式,湖南投资环境日趋完善和经济快

速增长是独资企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但这种过高的比重,会导致一些行业的自主性不足,容易受制于人。二是合资企业成为

了外商利用湖南本土资源的途径,技术引进不明显。在外商投资者看来,选择合资企业有利于快速进入国内市场、充分利用规模

经济、获取当地的经验和技能以及关键原材料、分散经营风险和满足当地政府的要求等,防范和降低直接投资的风险。但对湖南

同类本土企业而言,面临的竞争和风险则加大了。因此,湖南在积极引导合资企业发展的同时,也要注意促进本土企业的发展,邓

小平曾指出:“我们现在如果条件利用得好,外资数目可能更大一些。问题是怎样善于使用,怎样使每个项目都能够比较快地见效,

包括解决好偿付能力问题。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至于用的办法,主要的方式是合营,某些方面采取补偿

贸易的方式,包括外资设厂的方式,我们都采取。”[11]从最近几年来看,湖南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方式利用外资的金额总体上呈下

降趋势,与全国发展趋势基本一致,尤其是在引进合资企业时,让出了市场,但是真正的先进技术引进却很少,这与我们当初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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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意愿和目标背道而驰。 

三、进一步提高湖南利用外资质量的政策建议 

第一,坚持不懈地推进统筹兼顾的引资战略[12]。 

针对湖南利用外资四大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总体战略,综合施策,解决其中的突出问题。为此,一是要注

重加大农业投入强度和政策创新力度。通过政策创新引导,吸引外商对湖南农业的投入。湖南作为鱼米之乡,农渔牧业有着优厚

的发展基础、良好的水利设施和自然条件,各级政府要从宏观上进行政策引导,大力兴修农田水利与交通设施,引进国外先进的农

林牧渔业生产技术和设施设备,提升农产品的价格,提高外资投资农林牧渔业的回报率,以增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二是针对来源

结构过于集中于香港台湾澳门,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的历史机遇,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宣传,坚持引资与走出去

并行。湖南应全面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积极推动实施产能出海、境外投资、跨国并购、服务外包等重点行动,实现

与国家“一带一路”陆海空大通道的互联互通,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13]。尤其是发挥湖南各大城市与国外友好城市的关系,

加大与欧美各国的联系,尽可能引进新的外资。三是针对利用外资主要集中在长沙、湘潭、株洲、郴州、岳阳、衡阳等地的问题,

一方面提高这些城市利用外资的规模和质量,引导这些城市利用外资向制约工业结构的关键重点企业转变。另一方面,进一步突

出常德、娄底、怀化、邵阳、永州地域特色产业的引资需要,有针对性引进相同领域的战略投资者,提高利用外资的规模。四是

针对外商独资企业比重过高和合资企业中技术含量不高的问题,要进一步明确产业政策,在一些非关键领域和重点行业,大力推

进合资方式利用外资,并提出一些技术因素要求,以求得双赢结果。 

第二,提升引资引技过程中自主创新的程度。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的开放型发展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引进资金和技术是主要目

的。随着创新型国家、创新湖南等的建设,湖南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也在日益提高。总体而言,湖南在对外开放和发展过程中引

资引技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对湖南的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近年国际保护主义抬头、各主要大国关系错综复

杂的情况下,应进一步明确将引资引技的重要工作,与国家和湖南的自主创新能力结合起来,与湖南的优势领域和行业如工程机

械、机电行业、生物科技、材料工业技术等结合起来,促推这类企业的持续发展。例如,可针对中车株机、中联重科、三一重工、

特变电等企业,引进外资尤其是核心关键技术,进一步做优做大做强这些企业;针对湖南的博云新材、科力远、科霸等汽车动力企

业,引进一些与之适配的上下游企业,提升产业的配套能力;针对当前混合虚拟现实技术、人工智能与航天产业等高科技的发展和

地质勘查业的崛起,加大引进力度;针对湖南文化创意产业和媒体艺术的发展,多渠道、多途径与海外企业开展合作,引进国外新

的发展理念与产品设计思路。总之,要通过引资引技,提升湖南自主创新能力,培养本土技术人员,极力推进两者结合。 

第三,注重疫情防控中引资环境的营造。 

始于 2020 年 1 月的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的蔓延,以及西方国家的防治方式的不力,将使疫后全球化的发展充满不确定性,全

球治理秩序可能因此发生大的变化,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一些著名学府的教授都就此发表了看法意见。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

的认识,提前部署,注重疫情防控中利用外资环境的营造。当前,湖南部分地区重硬环境建设、轻软环境治理的现象仍不同程度存

在,环境卫生意识和公共服务意识跟不上,也不利于项目、人才、资金、技术的流入。因此,引资环境的营造就显得更加重要而紧

迫。为此,一是要创造性地营造政策环境,贯彻执行好湖南省委省政府近年制定的相关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如湖南省人民政府

2017 年制订的《湖南省实施开放崛起战略发展规划(2017-2021年)》,2018年印发的《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2020

年 3月出台的《湖南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实施方案(2020-2025年)》等方针政策。二是要创造性执行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的

重大战略。2017年湖南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

了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是湖南经

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的重大部署,要贯彻执行好这一战略决策。三是要努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涉及新型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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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治理环境、法治环境、财税体系、信用体系、人才环境等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特别要针对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外资可能

发生的变化,提出新的应对之策,因时因势利导,促进湖南外资工作质量提升和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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